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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城乡流动中存在同一籍贯或同一来源地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就

业聚集现象———“同乡聚集”。本研究使用２０１０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外来务工

者调查的数据，采用倾向分数匹配和异质性干预模型等方法，考察了以籍贯

为族群基础的同乡聚集对城市农民工经济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同乡

聚集者的收入优势受到异质性和自我选择机制的影响，但同乡聚集仍有助于

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越倾向于同乡聚集的农民工，从同乡聚集中获得的

收入回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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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１０年１－８月，富士康“连环跳”共涉及１７宗自杀事件，共１３死４伤。（潘毅、卢晖临、郭

于华、沈原，２０１１）

２．富士康事件及该企业管理模式可参见相关新闻报道，或参见郭于华、沈原、潘毅、卢晖临

（２０１１）和潘毅、卢晖临、郭于华、沈原（２０１１）。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０年，富士康工厂中１７个年轻生命的坠落将这家世界最大代

工工厂的企业管理模式推上了舆论的前台１。在诸多管理策略中，刻

意将同乡员工拆分到不同的车间和不同的宿舍以避免同乡串联成为该

企业非人性化管理的证据之一２，这反映了企业对农民工同乡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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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而李静君（犔犲犲，１９９８）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对深圳工厂中生产政体

的研究反映的是企业对农民工同乡关系的利用———资本家依靠同乡网

络招募工人，制造不同籍贯工人之间的等级性以分化工人。李静君将

这种生产政体称作“地方主义专制”（犔狅犮犪犾犻狊犿）。在某种意义上，无论

是对工人同乡网络的限制，还是“地方主义专制”生产政体，都反映出同

乡交往在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中的普遍性———同一原籍的农民工更易

于聚集、团结、串联和相互认同。

同一原籍或来自同一地的迁移人口在就业和社会交往上聚集的现

象由来已久。历史上，中国境内的移民就是通过籍贯认同组织起来的

（犆狅犾犲，１９９６；犎狅狀犻犵，１９９２，１９９６；犘犲狉狉狔，１９９３）。来自不同地方的迁移者

往往聚集于不同的行业，他们的籍贯有时还成为职业声誉的标志，如山

西钱庄老板、宁波商人等。在１８５０－１９４０年间，国内大批流民涌入上

海，这些人在上海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工以籍贯划分，如在纺织工厂里从

事技术性工作的工人主要来自苏南，黄包车车夫和码头上的苦力主要

来自苏北，扬州人通常从事理发行业或成为澡堂工人，广东人多聚集在

造船行业中（犎狅狀犻犵，１９９２）。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取缔了同乡会，并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了人口

流动，以籍贯为基础的族群差异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曾一度淡化

（犎狅狀犻犵，１９９２）。但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起，随着城乡流动的增加，以同

乡或籍贯为基础的族群性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再度显现。现在的农

民外出务工经商一般也是通过同乡网络组织起来的。首先，这种行为

通常不是个体性的，而是借助家庭、亲属和流出地社区的乡土网络获得

迁移的信息和资源；其次，外出农民进入城市后多是以同乡关系为基础

建立和拓展社会网络，并以此求职和适应城市生活。我们将城乡流动

中农村迁移者建立在籍贯或同乡认同之上的频繁互动、在空间上相聚

而居以及相聚就业的现象称为“同乡聚集”（犾狅犮犪犾犻狊狋犻犮犲狀犮犾犪狏犲）。在经

济和就业领域，同乡聚集一方面体现在农民工倾向于为同乡老板（或工

头）打工或是在同乡较多的企业中工作，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外出务工经

商的农民在流入地聚集而居，从事同一类职业，并形成同乡社区，如北

京的“浙江村”（王春光，１９９５；王汉生等，１９９７）、“新疆村”（王汉生、杨圣

敏，２００８；杨圣敏、王汉生，２００８）、“河南村”（唐灿、冯小双，２０００）和“安

徽村”（犕犪犪狀犱犡犻犪狀犵，１９９８），深圳的“平江村”（刘林平，２００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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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城乡人口流动中已具有普遍性，但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劳动

力市场的影响却没有被专门评估，比如为同乡老板打工，或是在同乡较

多的企业中工作，农民工这种在就业上的同乡聚集是否有助于他们获

取更高的收入？以往的研究证实了社会关系会给农民工带来一定的经

济回报（张春泥、刘林平，２００８），却没有对同乡身份或籍贯认同在劳动

力市场中的作用进行过专门探讨。现有对流动人口同乡社区的研究仅

限于个案描述，结论多是肯定同乡社区在为流动人口提供经济机会及

生存资源上的积极影响，虽然也提及了同乡社区内部的恶性竞争和矛

盾（王春光，１９９５；刘林平，２００２），但由于在研究设计上缺乏对进入和未

进入同乡聚集的农民工的比较，这些研究的结论很难作为对同乡聚集

作用的可靠评价。

基于此，本文将先回顾族群聚集命题在移民同化理论中的来源、争

议和局限性，并指出如何在中国的情景下验证族群命题。在此基础上

建立一个分析框架，提出研究假设用以检验农民工同乡聚集的经济回

报。其后，使用２０１０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外来务工者的调查数据，采用

倾向分数匹配和异质性干预模型等方法，检验农民工的同乡聚集对其

经济收入的影响。

二、族群聚集命题的理论争论及农民工的同乡聚集

同化（犪狊狊犻犿犻犾犪狋犻狅狀）是迁移研究的重要议题，是指迁移者在历时多

久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经济和文化上融入迁入地社会（犃犾犫犪犪狀犱

犖犲犲，１９９７）。美国人口迁移研究有两大理论解释外来移民的同化过

程，一是线性同化理论（狊狋狉犪犻犵犺狋犾犻狀犲犪狊狊犻犿犻犾犪狋犻狅狀狋犺犲狅狉狔），二是分割同

化理论（狊犲犵犿犲狀狋犲犱犪狊狊犻犿犻犾犪狋犻狅狀狋犺犲狅狉狔）。

线性同化理论认为，移民同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不同国家的移民到美国后，经过长期努力，逐渐摒弃来源地文化，

接受当地文化，并最终在经济机会上与美国人趋同。该理论适用于解

释１８９０－１９２０年间迁入美国的欧洲移民及其后代的同化过程，这批早

期移民的欧洲背景帮助他们克服了移民后遇到的困难。相比之下，１９６５

年之后迁入的移民由于种族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加上美国经济结构的转

变，这些移民的同化过程变得较为艰难，结果也更不确定（犣犺狅狌，１９９７犪，

１９９７犫）。因此，线性同化理论描述的单一同化路径难以描述和解释１９６５

·６１１·

社会·２０１３·１



年后的移民同化过程，在此背景下，分割同化理论应运而生。

３．族群聚集（犲狋犺狀犻犮犲狀犮犾犪狏犲）是指“移民群体在空间位置上聚集并组织服务于同种族市场或

总人口的经济活动。”（犘狅狉狋犲狊，１９８１：２９０－２９１）

首先，分割同化理论对线性同化理论中同化过程的同质性和同化

结果的确定性提出了质疑，指出不同族群的移民可以有不同的同化路

径，在同化结果上也可以有成功和失败。其次，该理论指出，移民虽然

试图努力适应美国社会，但他们的适应与同化受到具体社会条件和情

境制约，而这些社会条件和情境与移民的族群属性有关。族群作为一

个先决条件既决定了不同移民群体在政治机会和经济机会上的差异，

也决定了不同族群应对就业歧视和文化歧视时策略上的不同。分割同

化理论总结了三种同化结果：一是移民逐渐融入主流中产阶级社会（线

性同化）；二是移民向下同化，融入当地底层社会；三是选择性同化，即

移民在经济上取得成就但保持迁出地的种族文化特征（犘狅狉狋犲狊犪狀犱

犣犺狅狌，１９９３）。分割同化理论认为第三种同化结果有助于１９６５年后的

移民在美国社会取得成功。而这种局部同化往往是通过族群聚集３达

到的。分割同化理论认为，１９６５年之后的新移民可能有和早期移民不

一样的经历。新移民大多数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属于少数族群。因

为美国经济结构中收入较好的蓝领工作不断缩减，这些新移民的经济

机会也相应减少；由于与当地社会底层杂居，移民及其后代易受到底层

亚文化的侵蚀，难以培养对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认同；而语言障碍和

缺乏美国本土知识，也使得移民在迁出地获得的学历和技能的价值会

贬低，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上难免受到歧视。在重重困难之下，移民以族

群聚集的方式组织起来有利于抵御美国底层亚文化对移民后代社会化

造成的不良影响，亦能在同种族的经济体中获得相对公平的经济机会

（犣犺狅狌，１９９７犫）。其中，认为族群聚集有助于移民在经济上取得成就的

观点被称为“聚集命题”（犲狀犮犾犪狏犲狋犺犲狊犻狊）（犡犻犲犪狀犱犌狅狌犵犺，２０１１）。

迄今为止，美国已有许多经验研究试图验证聚集命题，但结论并非

都一致（犡犻犲犪狀犱犌狅狌犵犺，２０１１）。有的研究证实移民在本种族的族群聚

集企业（或其他经济体）中工作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犔犲狑犻狀犈狆狊狋犲犻狀犪狀犱

犛犲犿狔狅狀狅狏，１９９４；犘狅狉狋犲狊犪狀犱犑犲狀狊犲狀，１９８７；犛犲犿狔狅狀狅狏，１９８８）。而有的

研究却没有发现族群聚集对收入的正向影响（犖犲犲，犛犪狀犱犲狉狊，犪狀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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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犲狉狀犪狌，１９９４；犛犪狀犱犲狉狊犪狀犱犖犲犲，１９８７），亦有研究指出族群聚集造成了

移民与主流社会的隔离，限制了移民进一步学习英语和适应美国主流

文化，不利于其长远发展（犡犻犲犪狀犱犌狅狌犵犺，２０１１）。甚至有研究指出，族

群聚集企业中的雇主更可能利用亲缘和地缘关系剥削同种族的劳工

（犅狅狀犪犮犻犮犺，１９８７）。

对聚集命题的争论焦点在于族群聚集是否能为移民带来更多的经

济利益，但这场争论却没有论及族群聚集的形成机制。虽然在迁入地

社会遇到的文化不适应和就业困难是族群聚集形成的必要条件，但却

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同样在面临适应困难时，有的移民群体形成了族

群聚集，而另一些移民群体却没有；有的移民群体在某一城市形成了族

群聚集，而在另一些城市却没有。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聚集的原因可

能已经预示了聚集的结果：如果是一个相对强势的聚集，族群聚集体中

的资源也较多，该族群的移民通过共享资源更有可能在经济上有所作

为。但如果是一个弱势的聚集，族群聚集体中缺乏资源，移民只能靠服

务于同种族市场来维持生存，移民在这样的聚集体中工作难以获得较

高的经济回报。目前研究者尚不明确族群聚集在一般意义上是如何形

成的（犡犻犲犪狀犱犌狅狌犵犺，２０１１），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历史和跨族群的比较

才能回答。与族群聚集的形成相关且更好操作的研究角度是，哪些移

民会在族群聚集的企业（或其他经济体）中寻找工作？哪些移民聚集在

一起？移民是否聚集不是完全随机的，而是可能取决于他们的自身条

件和社会特征，其中一些条件和特征是难以观测的。聚集者和非聚集

者在这些特征上的系统性差别被称作选择性。自身能力较强的移民加

入族群聚集企业，企业中较公平的工作环境会有利于他们施展所长；如

果移民是因缺乏技能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中找不到工作才进入族群聚集

企业，那这类族群聚集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庇护的场所，只是给这些移

民提供生存而不是发展的机会。从这个意义，评价族群聚集的作用需

要比较同一个人在族群聚集企业中工作和不在族群聚集企业中工作的

工资差异。但由于在个体层次上不能观测到反事实的结果（既一个人

不可能同时既进入又不进入族群聚集），我们只有在组层次上匹配两组

自身条件相当的移民，一组在族群聚集企业中工作，另一组在主流劳动

力市场中工作。比较这两组人在收入上的差异，才能准确地评价族群

聚集对移民的经济同化是有帮助还是有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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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的同乡聚集是族群聚集的一个特例。犎狅狀犻犵（１９９２）指

出，籍贯是中国重要的族群基础。这里定义的“族群”（犲狋犺狀犻犮犻狋狔）并不

是纯客观和不可变更的，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即通过操纵群体文化的

独特性区别“我群”和“他群”。因此，族群不仅只根据种族、国籍和宗教

划分，任何可以感知的群体差异都可以成为族群的标识。中国各地虽

然同在汉文化的强势影响下，但不同地方的人在性情、习俗和行为特征

上各具特点（林语堂，２００１），这些特点在社会交往中被不断接受、内化、

传播和实践，并构成族群认同的基础。人口迁移为以籍贯为基础的族

群认同和聚集提供了条件。正如犎狅狀犻犵（１９９２）所述，迁入上海之前，江

苏省北部的人并没有所谓“苏北人”的概念，是迁移促使来自各个地方

的人有机会接触到不同方言和不同地域文化的“他者”，并在随后的社

会比较过程中形成以籍贯划分标准的族群认同和团结。随着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城乡人口流动增加，籍贯或同乡关系对进城打工农民的重要

性再度显现。农民工通过同乡网络获得外出流动的最初信息和资源，

所以他们更倾向与同乡交往，同乡关系也因此渗透到雇佣关系和其他

经济关系中。与以种族或民族为基础的族群不同，不同来源地的农民

工在文化和信仰上的差异相对较小，也相对易于融合；但类似于种族或

民族的聚集，不同来源地的农民工在认同和社会交往上有别于本地人，

也和其他来源地的农民工不同，这一区别的形成和扩大与迁移行为和

迁移者的身份是分不开的。不仅如此，同乡聚集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对就业和社会交往上的困难与歧视的回应，在这种聚集中，同族群

的网络（即农民工中同乡网络）对迁移者获取资源和社会支持起重要作

用。因此，聚集命题在中国情境中同样适用。而且，对中国农民工同乡

聚集的研究也必须考虑聚集命题所面临的选择性问题，即聚集者与非

聚集者之间的异质性。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聚集的选择性提出假设并建立一个分析框架，

用以检验农民工同乡聚集的经济回报。

三、分析框架及研究假设

聚集命题认为，移民从事族群经济或者为同族群雇主打工会获得

更高的经济回报，是因为族群聚集产生的社会网络机制的作用。行动

者基于他们在社会网络或其他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利用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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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保障其利益（犘狅狉狋犲狊，１９９８）。社会网络的作用既是工具性的也是

规范性的，前者是指网络中包含的互惠原则和信任有助于信息和资源

的获取与共享，后者是指社会网络能够约束和规范其成员的行为，并在

成员之中制造认同、归属感和团结感（犘狅狉狋犲狊，１９９８）。与之相似，族群

聚集不仅是空间上特定族群人口的聚集，还是依据族群身份建立的社

会网络。族群聚集不仅为移民提供社会支持和团结，还为移民雇主和

自雇者从事经济活动提供获取资源（如劳动力、资金、市场等）的非正式

渠道（犅狅狊狑犲犾犾犪狀犱犆狌狉狋犻狊，１９８４；犓犻犿，１９８１；犘狅狉狋犲狊犪狀犱犅犪犮犺，１９８５）。此

外，聚集经济还向移民提供除次级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就业机会，保护其

免受 外 部 劳 动 力 市 场 中 的 歧 视 （犔犻犵犺狋，１９８４；犠犪犾犱犻狀犵犲狉，１９８６；

犛犲犿狔狅狀狅狏，１９８８）。同乡聚集是根据出生地（籍贯）确立的人际网络，与

族群聚集具有类似的特征。农民工在城乡流动和寻找工作中经常依靠

同乡和亲族网络（亲族网络通常包含于同乡网络中），雇主也常利用农

民工之间的同乡网络招收和管理员工（犔犲犲，１９９８），农民工和雇主双方

对同乡关系的使用均导致了同乡网络的巩固和扩展，其后果之一便是

同一来源地的农民工在工作或居住上的聚集。已有研究发现，雇主和

管理者更倾向雇佣和提拔同乡员工和为同乡提供较好的工作职位，同

乡的员工之间也更可能发生频繁的互惠活动（犔犲犲，１９９８）。因此，进入

同乡聚集的农民工比没有进入同乡聚集的农民工能够获得更多来自同

乡网络的资源、帮助和保护，故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是：

假设１：在有同乡聚集的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工比没进入这类企业

的农民工获得的工资收入更高。

前文已述，聚集命题没有指出聚集的族群主要是由什么特征的移

民构成，这意味着是否在有族群聚集的企业中工作代表的可能是不同

两类人。他们收入的差异不一定是族群聚集的后果，而是因为个人特

征的差异。一方面，拥有较多族群网络关系的移民更可能进入族群聚

集，这些移民本身可能也具备某种竞争优势，比如建立和拓展社会网络

的能力。这种能力可能会使他们获取较高的收入。另一方面，族群网

络可以通过帮助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农民工就业来弥补其人力资本的不

足。在这种情境下，族群聚集的经济意义仅是可以为劣势的聚集者提

供就业的机会，却并不能确保他们可以获取更高的收入，所以，即使没

有发现聚集对工资收入有正向影响，也不能认为这种聚集没有任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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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上的作用。以上两种情境均说明，进入族群聚集者和没有进入的人

在自身能力特征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是否进入族群聚集及其所获收入

的高低，而不是族群聚集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如果是这样的话，与假

设１的预测相反，一旦控制了农民工在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资源上的

特征，同乡聚集对他们的工资收入应该没有影响。

假设１假定了同乡聚集作为社会网络机制特例的作用，但这种作用

有可能受到异质性与自我选择机制的挑战。如果控制了农民工人力资

本和社会网络资源变量，进入同乡聚集仍能对收入产生正向影响，就说

明社会网络机制仍然起作用，故能证明聚集命题的适用性。反之，如果

异质性与自我选择机制完全决定了工资差异，则意味着聚集命题所推断

的族群聚集与移民劳动力市场结果之间的因果性是虚假的。

假设１主要是为了检验同乡聚集能否带来更高的工资收益，比

较的是同等条件下的聚集者和非聚集者的收入差异，但对聚集作用

的讨论不止于此。如果进入聚集的农民工的自身条件既有较好的也

有较劣的，哪类人获益更高？可能的情况有正向和负向两种选择。

在正向选择中，越容易进入同乡聚集企业的农民工越能够获得较高

的经济回报。根据农民工的自身特征，又包括两种情境，一种是拥有

较好同乡资源的农民工更容易进入同乡聚集的企业，并且更容易获

得较高的薪酬。另一种情境是缺乏技能和文凭的农民工也容易进入

同乡聚集的企业，并且在这类企业中能获得相对较高的薪酬。这两

种正向选择的情境均体现了同乡聚集中社会网络机制的作用。在负

向选择中，越容易进入同乡聚集企业的农民工获得的额外经济回报

的可能反而越小。这也可分为两种情境：一种是同乡资源越好的农

民工越容易进入同乡聚集，却没有得到更高的回报，说明他们选择同

乡聚集主要是出于文化认同或情感上的考虑，这种聚集是一种地方

文化现象，不会带来更为可观的工资回报；另一种是越缺乏人力资本

的农民工越容易进入同乡聚集，而同乡聚集也没有给他们带来更高的

经济回报，这又回到了异质性和自我选择的作用———在外部市场竞争

中没有生存优势的人，在同乡聚集的经济体中也不会有优势。由此，对

聚集命题可以进一步提出假设：

假设２：越容易进入同乡聚集企业的农民工在这类企业中获得的

工资回报越高；反之，如果是异质性和自我选择机制起作用，则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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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同乡聚集企业的农民工在这类企业中获得的工作回报越低。

为了进一步说明以上两个假设的关系，笔者设计了一个逻辑关系

图（见图１）。在图１左侧，第一步检验的是假设１，即在具有同样可能

性进入同乡聚集企业的农民工（自身条件相似）中，实际进入同乡聚集

企业工作的人会不会取得更高的收入。如果同乡聚集提高了收入，则

证实了假设１的同乡聚集作用（１犪犻）；如果同乡聚集没有提高收入，则

说明是异质性和自我选择机制同时决定了聚集行为和收入（１犫犼），从

而否定了假设１。在图１右侧，第二步检验的是假设２，即进入同乡聚

集企业倾向性不同的农民工（自身条件不同）实际进入了同乡聚集后，

谁获益多，谁获益少。如果越可能进入同乡聚集的人获益越大，则又一

次证实了聚集的作用（２犮犲犻或２犮犳犻）。但如果是越可能进入同乡聚

集的人获益越小，则可能是异质性与自我选择机制造成的（２犱犵犼），或

者这种聚集只是出于文化认同和情感的原因（２犱犺犽）。

图１：检验聚集命题的逻辑关系图

四、方法、测量和样本描述

对假设１的检验，需要比较具有同样可能性进入同乡聚集企业的

人中的实际进入者（干预组，狋狉犲犪狋犲犱犵狉狅狌狆）和实际未进入者（控制组，

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狉狅狌狆）的差异。为此，本研究采用倾向分数匹配（狆狉狅狆犲狀狊犻狋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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狊犮狅狉犲犿犪狋犮犺犻狀犵）的方法。该方法根据一系列影响农民工是否进入同乡

聚集的因素或特征变量建立犔狅犵犻狋模型（或犘狉狅犫犻狋模型），并根据该模

型结果对样本中每一个人估计一个进入同乡聚集的倾向分数

（狆狉狅狆犲狀狊犻狋狔狊犮狅狉犲）。倾向分数是一组连续的数值，数值越高，表示一个

人越可能接受干预（这里的干预指进入同乡聚集）。估计倾向分数这一

步将诸多影响是否接受干预的因素（或干预前特征，狆狉犲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合成为一个综合数值。笔者进一步将倾向性分数分段

分层，并在各层中分配样本，使各倾向分数分层（狊狋狉犪狋犪）内部的干预组和

控制组在上一步犔狅犵犻狋模型中协变量的分布上没有显著差别，即各层内

部接受干预者和未受干预者的差别仅存在于事实上是否进入了同乡聚

集。接着，在各层内计算实际进入同乡聚集者和未进入者在收入上的平

均差别，并通过样本在各层中的分布加权，根据以下公式４，计算整个样

本中同乡聚集的平均影响（犪狏犲狉犪犵犲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犲犳犳犲犮狋）及其标准误。

δ^＝∑
犓

犓＝１

狀犓

犖
［犢１犓 －犢０犓］

Ｖａｒ（δ^）＝∑
犓

犓＝１

狀犓（ ）犖
２

Ｖａｒ［犢１犓 －犢０犓］

４．该公式的使用亦可参见犌狌狅犪狀犱犉狉犪狊犲狉（２０１０：１５５－１５６）。公式中的犽表示各层，狀犓 表示

各层的样本数量，犢１犓是各层中实际进入同乡聚集者（干预组）工资对数的均值，犢０犓是各层中

实际没有进入同乡聚集者（控制组）工资对数的均值。

５．异质性干预模型的相关方法介绍详见犡犻犲，犅狉犪狀犱，犪狀犱犑犪狀狀（２０１２）。

６．从用倾向分数分层匹配来估计同乡聚集的平均影响，到估计倾向分数分层对同乡聚集收入

效应的影响，可以视作是对分层线性模型的两个层次（犾犲狏犲犾）的分别估计。层１模型是以收入的

对数为因变量，是否进入同乡聚集为自变量，而不同的倾向分数分层为层２的分组（犮犾狌狊狋犲狉）。

在每一个分组里（倾向分数分层内部），分别估计同乡聚集对收入的影响。估计倾向分数分层对

同乡聚集收入效应的影响，是在层２模型中以同乡聚集的影响系数为因变量，不同的倾向分数

分层为自变量来得到同乡聚集的影响系数是如何随着倾向分数分层的改变而改变。

为了比较在进入同乡聚集企业后，不同特征的人谁更可能获益更高，本

研究使用的是异质性干预模型（犎犲狋犲狉狅犵犲狀犲狅狌狊犜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犈犳犳犲犮狋

犕狅犱犲犾）５，具体做法只需要在已经获得倾向分数分层的基础上，将同乡

聚集对收入的影响效应作为因变量，以倾向分数分层作为自变量６，用

方差 最 小 二 乘 估 计 法 回 归 （犞犪狉犻犪狀犮犲 犠犲犻犵犺狋犲犱 犔犲犪狊狋犛狇狌犪狉犲

犚犲犵狉犲狊狊犻狅狀）估计不同倾向性群体（不同分层）之间同乡聚集对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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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差异。如果层２的系数是正效应，则是正向选择，如果层２的系数

是负效应，则是负向选择。

对聚集命题的同乡聚集需要可靠的指标测量。以往美国移民研究

中的族群聚集测量主要包括对居住地和工作所在地的测量。居住地的

测量主要根据移民居住社区的族群比例定义族群聚集（犛犪狀犱犲狉狊犪狀犱

犖犲犲，１９８７）。工作所在地的测量包括工作所在地社区的族群比例

（犘狅狉狋犲狊犪狀犱犑犲狀狊犲狀，１９８９）、工作场所使用的主要语言（犡犻犲犪狀犱犌狅狌犵犺，

２０１１）和是否在种族经济集中的产业中工作（犣犺狅狌犪狀犱犔狅犵犪狀，１９８９）

等。以上对族群聚集的两种测量均是趋近式的，没有直接测量经济

上族群聚集应具备的最重要特征———雇主与移民工人是否来自同一

族群。本研究使用的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２０１０年对珠三角和长三

角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在这个数据中，笔者不仅收集了受访

农民工本人的籍贯信息，还收集了农民工目前工作场所中雇主、直接

管理者和工友的同乡身份，询问了农民工所在企业的雇主是否是他

们的同乡。由于同乡聚集还可能存在于较小的单元如车间、班组或

生产线中，因此，调查还询问了工作场所的直接管理者是否是同乡和

多大比例的工友是同乡。对于“同乡”的界定，笔者按照地域层级分

为同村、同市／县和同省。表１描述了样本中各类同乡聚集的分布。

累计１１．４％的农民工与其雇主有同乡关系，累计１８．３％的农民工与

其工作场所的直接管理者有同乡关系，累计２２．６％的农民工其工作

场所５０％以上的工友是同乡。

表１：雇主／直接管理者／工友的同乡比例统计

雇主

频数 累计百分比（％）

直接管理者

频数 累计百分比（％）

５０％以上工友

频数 累计百分比（％）

同村 １８４ ４．６ １９３ ４．９ １８６ ４．６

同市／县 １４３ ８．２ ２４６ １１．１ ６５ ６．２

同省 １２６ １１．４ ２８１ １８．３ ６５９ ２２．６

不是同乡 ３５３２ １００．０ ３２１９ １００．０ ３１１１ １００．０

合计 ３９８５ ３９３９ ４０２１

　　农民工对于同乡边界的认定是弹性的，这种定义的弹性取决于他

们周围是否存在地域上更邻近的同乡（犔犲犲，１９９８）。在生成同乡聚集

的变量时，笔者对跨省迁移的农民工以省籍划分同乡；对省内迁移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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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以“市／县”定义这些农民工同乡聚集的边界；如果是市县内迁移，

则以“村”作为同乡聚集的边界。由于调查同时测量了雇主、管理者和

工友的族群特征，本研究得以从两个角度界定同乡聚集，一是以雇主和

管理者为同乡定义同乡聚集，二是以绝大多数工友（５０％以上）为同乡

定义同乡聚集。前一种定义包含了同乡经济体的情况，后一种定义包

含了在非同乡经济体中更小单元的同乡聚集。

表２描述了样本的基本情况和在不同定义下同乡聚集样本的基本

情况。可以看到，两种界定下的同乡聚集有重合但并不完全重叠。同乡

聚集的农民工的工资要高于总样本的平均水平，但工作时间也较长。同

乡聚集者多分布在规模较小的企业。他们找到目前工作的途径大多为

亲友网络，由此推测，农民工很可能是通过亲友网络进入同乡聚集。

７．此处的犔狅犵犻狋模型将用于生成进入同乡聚集的倾向性分数，笔者对犔狅犵犻狋模型纳入的自变

量事先进行了不平衡检验（犻犿犫犪犾犪狀犮犲犮犺犲犮犽）。检验发现，两种定义下，同乡聚集者（干预组）

和非同乡聚集者（控制组）在绝大多数自变量取值上的分布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同乡聚集者和

非同乡聚集者在进入同乡聚集前的特征上有显著差异，有必要通过倾向性匹配的方法匹配条

件相似的同乡聚集者和非同乡聚集者。不平衡检验的具体结果此处略去。

８．进入同乡聚集的预测模型中应该纳入哪些变量取决于理论和以往的经验研究。在本研究

中，预测变量应包括农民工进入目前这份工作之前就已具有的特征（如教育程度、性别、是否

为初次入职等）和环境性的特征（如本省流动人口比例、打工所在地）。符合条件的变量在数

据中很有限，笔者已尽可能地将调查搜集到的这些变量纳入到模型中。但从犔狅犵犻狋模型的结果

来看，模型整体的解释力还是有限。遗漏变量导致的潜在偏误（犺犻犱犱犲狀犫犻犪狊）有可能存在。

五、模型结果

首先看进入同乡聚集的选择性，哪些农民工比另一些农民工更倾

向于进入同乡聚集？以“农民工是否进入同乡聚集企业中工作”（是＝

１，否＝０）作为因变量建立犔狅犵犻狋模型７。作为影响进入同乡聚集的因

素而纳入模型的自变量包括性别、入职时的年龄、教育程度、是否为初

次工作、打工所在地（以省和直辖市划分）、本省籍人口占打工地所在省

份所有流动人口的比例、是否通过亲友途径寻找到目前的工作８。其

中，本省籍人口占打工所在省所有流动人口的比例是根据《中国人口统

计年鉴２０００》的数据计算，该指标测量的是同乡聚集的机会，如果某个

来源地省份农民工较多集中在某一省，说明该省对这一来源地省份的农

民工较有吸引力，也说明该来源地省份的农民工较有机会聚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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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总样本

（犖＝３３１５）
雇主和管理者

为同乡（犖＝２１５）
５０％以上工友

为同乡（犖＝４１３）

均值 （标准差）

　同乡聚集（参照组：非同乡聚集）

　　雇主及管理者为同乡 ０．０６（０．２５） ０．２５（０．４４）

　　５０％以上工友为同乡 ０．１２（０．３３） ０．４９（０．５０）

　平均月工资（元） １９３３．２（１１６４．６）２１４４．０（１２４７．０）２０４３．７（１２０３．６）

　平均月工资的对数 ７．４（０．３９） ７．５５（０．４８） ７．５２（０．４２）

　男性（参照组：女性） ０．５４（０．５０） ０．６４（０．４８） ０．５６（０．５０）

　年龄（岁） ３０．２（９．６） ３１．４（１０．９） ３１．３（１０．１）

　受教育年限 ９．９（２．６） ９．８（２．７） ９．２（２．５）

　工作年限 ８．０（６．５） ８．４（７．５） ８．５（６．８）

　入职时年龄 ２６．２（８．７） ２７．２（１０．４） ２６．８（９．２）

　初次入职（参照组：非初次入职） ０．３２（０．５） ０．３８（０．５） ０．３５（０．５）

　拥有职业资格证书（参照组：无证书） ０．１６（０．３７） ０．１３（０．３４） ０．１２（０．３２）

　通过亲友网络求职（参照组：市场求职） ０．５０（０．５０） ０．７７（０．４２） ０．６５（０．４８）

百分比（％）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参照组） １７．２ ２１．９ ２４．２

　　初中 ４７．１ ４０．０ ４９．９

　　高中（含职中／中专） ２８．５ ３０．２ ２１．８

　　大专 ７．２ ７．９ ４．１

　企业规模（人）

　　９及以下（参照组） ６．１ ２４．３ １０．９

　　１０－２９ ９．９ １８．５ １２．９

　　３０－９９ １６．３ １５．１ １７．７

　　１００－２９９ ２３．１ １３．６ ２０．８

　　３００－９９９ ２０．４ １６．５ １９．８

　　１０００－２９９９ １２．５ ５．８ ８．１

　　３０００以上 １１．７ ６．３ ９．９

　打工所在地

　　上海市（参照组） １１．７ １５．５ １５．２

　　江苏省 １８．７ １４．１ １５．４

　　浙江省 １８．２ １５．５ １９．０

　　广东省 ５１．４ ５４．９ ５０．４

　　在犔狅犵犻狋模型中，笔者最关心的两个变量是找到目前这份工作时

有没有获得亲友的帮助和教育程度，前者测量的是农民工的社会网络

资源，后者测量的是他们的人力资本。如果同乡聚集企业里聚集的是

拥有社会网络资源的农民工，则找工作时获得亲友帮助对进入同乡聚

集的影响将是正效应；如果同乡聚集是为缺乏竞争力的农民工提供就

业机会，则人力资本越低的农民工越倾向于进入同乡聚集。模型的结

果表明（见表３），拥有社会网络资源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进入以雇主和

管理者为同乡定义的同乡聚集，也更倾向于进入以工友为同乡定义的

同乡聚集。人力资本与进入同乡聚集的倾向性负相关，但该效应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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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友为同乡定义的同乡聚集显著，即缺乏人力资本的农民工更倾向

于进入以工友为同乡定义的同乡聚集。除此之外，男性比女性更可能

倾向进入以雇主和管理者为同乡定义的同乡聚集。本省籍流动人口比

例越高，农民工越不容易进入工友定义的同乡聚集。

表３：是否进入同乡聚集的犔狅犵犻狋模型（犖＝３３８４）

雇主和管理者为同乡

系数 标准误

５０％及以上工友为同乡

系数 标准误

男性 ０．５３２ ０．１５１ ０．２０７ ０．１０９

入职时年龄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教育程度

　初中 －０．３３８ ０．１９８ －０．３００ ０．１４１

　高中 －０．０１０ ０．２１５ －０．６０４ ０．１６８

　大专 ０．３４１ ０．３２９ －０．６６９ ０．２８４

初次入职 ０．２１７ ０．１５０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４

打工所在地

　江苏 －０．７１５ ０．２９４ －０．２３５ ０．２０６

　浙江 －０．４１３ ０．２５９ －０．３５７ ０．１８７

　广东 －０．２２２ ０．２１６ －０．２７０ ０．１６１

本省籍流动人口比例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通过亲友网络求职 １．３６８ ０．１７１ ０．６２５ ０．１１１

常数项 －３．９１５ ０．４０６ －１．６３８ ０．２９２

犔犚犮犺犻２（１１） １０７．７６ ７２．３４

犔狅犵犾犻犽犲犾犻犺狅狅犱 －７６２．７７３ －１２３２．９７１

注：１．作为虚拟变量的参照变量分别为：女性、教育程度为

小学及以下、非初次入职、打工所在地为上海市和市

场求职方式；

２．狆＜０．００１，狆＜０．０１，狆＜０．０５。

　　其次是估计同乡聚集的效应，是否在同乡聚集企业中工作的农民

工的工资较高？先暂不考虑同乡聚集的选择性，笔者以犗犔犛模型来检

验两种定义的同乡聚集对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对数的影响。在控制性

别、年龄、受教育年限、职业资格证书、企业规模、打工所在地等因素的

情况下，同乡聚集对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有显著的正影响（见表４）。

在雇主和管理者为同乡的同乡聚集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工比在非同乡聚

集企业中的农民工的月工资高１０％，在５０％及以上工友为同乡的同乡

聚集企业中工作者比不在同乡聚集企业中工作者高７％。

下一步是采用倾向性分数的方法控制同乡聚集企业中的农民工和

没有在同乡聚集企业中的农民工的差异，从而比较这两组人的工资差

异。为此，笔者在进入同乡聚集选择性的犔狅犵犻狋模型基础上，对样本中

每个个体均估计一个进入同乡聚集的倾向性分数，接着以分层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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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两种同乡聚集的犗犔犛模型（犖＝３３１５）

雇主和管理者为同乡

系数 标准误

５０％及以上工友为同乡

系数 标准误

同乡聚集 ０．１０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８

男性 ０．２０６ ０．０１３ ０．２０８ ０．０１３

年龄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３

工作年限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３

工作年限平方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拥有职业资格证书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７

企业规模（人）

　１０－２９ ０．０９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８１ ０．０３１

　３０－９９ ０．１２０ ０．０２９ ０．１０４ ０．０２９

　１００－２９９ ０．１２３ ０．０２８ ０．１０６ ０．０２８

　３００－９９９ ０．１６３ ０．０２８ ０．１４７ ０．０２８

　１０００－２９９９ ０．１６５ ０．０３０ ０．１４９ ０．０３０

　３０００以上 ０．２０３ ０．０３１ ０．１８６ ０．０３０

打工所在地

　江苏省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３

　浙江省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３

　广东省 －０．１１５ ０．０２０ －０．１１３ ０．０２０

截距 ７．０２０ ０．０４８ ７．０２３ ０．０４８

判定系数犚２ ０．２１２ ０．２１２

注：１．因变量为农民工平均月工资的对数；

２．作为虚拟变量参照类的变量有：非同乡聚集、女性、无职业资格

证书、企业规模为９人及以下，打工所在地为上海市；

３．狆＜０．００１，狆＜０．０１，狆＜０．０５。

９．对倾向性分数分层及在各层内匹配样本可以通过犛狋犪狋犪软件做到，具体的方法和程序命令

详见：犅犲犮犽犲狉犪狀犱犐犮犺犻狀狅（２００２）。

１０．对均值和标准误的计算方法参见本文第四部分列出的公式。狕值的计算是用均值除以标

准误，如果狕＞２．５６，则说明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方式划定分数段，并分配样本到各个分数段中，使得各分数段（或分层）

内部实际进入同乡聚集者与未进入者具有相同的倾向性分数均值（即

两组人进入同乡聚集的倾向性相同）９。对每种定义的同乡聚集，均得

到了４个倾向性分数分层（见表５）。使用这一方法时，假定同乡聚集

者和非同乡聚集者在每段倾向性分数中没有系统性差别，笔者根据各

层内部样本的分布、各层内部同乡聚集者和非同乡聚集者月平均工资

对数的均值和标准误，重新估计出同乡聚集对月平均工资对数的影响

（见表５）１０。结果显示，同乡聚集的正向作用仍然显著，但影响力降

低。以雇主和管理者定义的同乡聚集的影响系数从表４模型１中的

·８２１·

社会·２０１３·１



０．１０２降至０．０５１（标准误＝０．００６３）１１，显著性水平在０．０１显著。以

５０％以上工友为同乡定义的同乡聚集的影响系数从表４模型２中的

０．０７１降至０．０５１（标准误＝０．００５６），显著性水平仍在０．０１显著。由

此说明，通过不同的方法，都发现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有正向影

响。假设１得到证实。

表５：分层匹配后估计整个样本的平均干预影响

样本量
月工资对数的均值

同乡聚集 非同乡聚集
差值

标准误

同乡聚集 非同乡聚集

雇主及管理者定义

　层１ １６０４ ７．５２３２ ７．４７４３ ０．０４８９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８９

　层２ ９５５ ７．４７２９ ７．４５４１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１２５

　层３ ７６５ ７．６０４７ ７．５１３９ ０．０９０８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１５５

　层４ １７ ７．７４００ ７．４３９５ ０．３００５ ０．１００６ ０．０９３４

合计 ３３４１

５０％以上工友定义

　层１ １２６４ ７．５３４８ ７．５００９ ０．０３３９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９１

　层２ １１１６ ７．４９５４ ７．４５３０ ０．０４２３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１２１

　层３ ７４８ ７．５６１３ ７．４６２７ ０．０９８７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１３９

　层４ ２５０ ７．５０１４ ７．４５５６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９００ ０．０９１０

合计 ３３７８

１１．通过分层方法计算出平均干预效应（犃犜犈）是一种非参数的方法，没有控制原犗犔犛模型中的

其他变量，为此，笔者用已获得的倾向性分数做回归调整（狉犲犵狉犲狊狊犻狅狀犪犱犼狌狊狋犿犲狀狋），结果为：雇主

及管理者定义的同乡聚集的效应是０．０９７（标准误＝０．０２６），工友定义的同乡聚集效应为０．０６５

（标准误＝０．０１８），这与分层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所得到的结论一致，仅在效应大小上有差别。

１２．犎犜犈模型在犛狋犪狋犪软件中的命令为犺狋犲

　　最后来估计在具有不同倾向性进入同乡聚集的农民工中获益程度

的差别。在这一步中，笔者利用先前已得到的倾向分数分层，通过

犎犜犈模型（犺犲狋犲狉狅犵犲狀犲狅狌狊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犲犳犳犲犮狋犿狅犱犲犾）１２，比较不同倾向分

数分层的同乡聚集效应。图２和图３是犎犜犈模型的结果（具体各层内

的回归斜率和层间回归斜率详见表６），分别对应于雇主和管理者是同

乡的同乡聚集和５０％以上工友为同乡的同乡聚集。这两个图的横轴

表示倾向分数分层，纵轴表示同乡聚集对月工资的影响效应。如果同

乡聚集对工资的影响效应随着进入同乡聚集的倾向性的提高而提高，

则体现的是正向选择；如果同乡聚集对工资的影响效应随着进入同乡

聚集的倾向性的提高而降低，则体现的是负向选择。在图２和图３中

得到的是正向选择的结果，即越容易进入同乡聚集的农民工越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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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收入上获得优势，其中，以雇主和管理者为同乡的同乡聚集中这一

正向选择在０．１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基本印证假设２。

图２：各倾向性分数分层上同乡聚集对月平均工资对数的影响：

以雇主及管理者定义同乡聚集

图３：各倾向性分数分层上同乡聚集对月平均工资对数的影响：

以工友定义同乡聚集

表６：各倾向性分数分层上同乡聚集对月平均工资对数的影响

层内斜率

层１ 层２ 层３ 层４层间斜率

雇主及管理者定义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９７ ０．４４８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１４４） （０．０３３）

５０％以上工友定义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７８） （０．０２３）

　　　　注：狆＜０．０１，狆＜０．０５，狆＜０．１。

六、结论与讨论

族群聚集是否有助于移民在经济上的同化，本研究基本肯定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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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命题。以同乡聚集为例，本研究根据聚集命题提出了两个假设：第

一，在同乡聚集企业中工作可以提高农民工的收入；第二，越可能进入

同乡聚集的农民工从同乡聚集中获益越大。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同乡

聚集对其工资收入有显著的正影响。即使进入同乡聚集的过程具有选

择性，但通过倾向分数匹配的方法匹配了同等倾向进入同乡聚集的农

民工后，仍看到实际进入同乡聚集者比未进入者在工资收入上占有一

定的优势。其次，通过对不同进入同乡聚集倾向者的同乡聚集回报的

估计发现，越容易进入同乡聚集的农民工，同乡聚集为其带来的收益越

大（正向选择）。由于拥有社会网络资源的农民工和人力资本较低的农

民工更倾向于进入同乡聚集，同乡聚集的正向选择作用说明农民工是理

性和有策略地利用这种聚集。一方面体现为拥有较好社会网络资源的

人对网络的利用以获得更大收益，另一方面，体现为缺乏人力资本者寻

求同乡网络的保护，弥补其在其他自身条件上的不利。总的来说，同乡

聚集作为同乡网络的一种形式，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收益。

１３．笔者根据匿名评审人的意见，曾经试图将父母受教育年限的差异也作为自变量分别加入

到三个犘狉狅犫犻狋二元选择模型中，以考察父母教育背景的差异对子女在高校中学习与社会活动

的影响。然而最终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父母受教育年限两者相差的算术值还是绝对值，在

三个模型中的系数都是不显著的。由此可见，在本研究中，父母教育背景的差异可能对子女

在高校中学习与社会活动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本研究最终没有对父母教育背景差异这一变

量做更深入的分析。

以往对聚集命题的一些美国的经验研究没有发现族群聚集的作

用，可能是因为方法上的局限。第一，这些研究很少讨论进入族群聚集

的选择性。如果进入族群聚集的移民是在公开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缺乏

技能或语言能力的人，这种劣势者的聚集可能掩盖了族群聚集的优势，

加之种族经济体的规模通常较小，与主流经济相比，能为移民提供的经

济机会从数量和质量上均有限。第二，这些研究对族群聚集的定义和测

量主要是间接的１３，没有直接测量工作场所中雇主、管理者和工友的族

群特征，因此，也可能由于测量上的不准确没有发现族群聚集的效应。

针对上述两点不足，本研究在统计方法和测量上均有别于美国以

往的族群聚集研究。首先，本研究采用倾向分数匹配的方法和异质性

干预模型，比较了同等进入同乡聚集倾向的农民工在实际进入和未进

入同乡聚集时的工资差异，也比较了农民工同乡聚集的回报随着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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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聚集倾向而变化的趋势。其次，为了对同乡聚集更好地测量，笔者

在调查数据中，收集了农民工所在企业的雇主、直接管理者和工友是否

为同乡的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对同乡聚集进行直接测量。本研究拓

展了以往在经济与就业上对族群聚集的定义，同时采用了雇主和管理

者为同乡和５０％及以上工友为同乡的两种定义同乡聚集的方式。在

某种意义上，雇主和管理者为同乡定义的同乡聚集可视作是一种强势

聚集，拥有较好社会网络资源者较倾向于进入这种类型的同乡聚集（表

３中“通过亲友网络求职”的影响系数较大），这种聚集对提高月工资的

作用较大（参见表４模型１中“同乡聚集”的系数），带来的正向选择作

用也显著（图２中的斜率在０．１水平上显著）。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同乡

的雇主或管理者有权力和资源帮助或关照同乡农民工，能通过将其安

排在有加班机会或薪酬较好的岗位上，让他们有机会获得更高的工资。

而以大多数工友为同乡的同乡聚集中，同乡工友未必有这样的资源和

能力为他们的同乡带来经济上明显的好处。此外，教育程度越低的农

民工越可能进入到工友为同乡的同乡聚集中，这一点说明以大多数工

友为同乡的同乡聚集有可能是弱势的聚集，这种聚集所起到的主要作

用是争取就业机会，而不是提高工资收入。

尽管本研究试图从管理层角度和工友角度考察不同类型的同乡聚

集，但并没有囊括所有同乡聚集的可能形式。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只

调查了正式就业的农民工，非正式就业（或从事地下经济）的农民工不

在其中，而同乡聚集在非正式经济中也很常见（如乞讨、收废品），同乡

聚集也许对从事这些非正式经济的农民工更为重要，这有待日后的研

究。除此之外，本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就业中同乡聚集对经济收入的作

用，而在以往对同乡聚集社区的个案研究（如“平江村”、“浙江村”等研究）

中还考察了同乡聚集在社会支持和集体行动等多方面的作用，但由于数

据和测量的局限，本研究无法对同乡聚集的其他功能都进行探讨。

尽管来自同一省籍或来源地的农村流动人口聚集在同一车间、同

一企业或同一行业中就业的现象普遍存在，但运用族群聚集命题分析

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并不多见。中国农民工流动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持续至今，虽已历经３０余年，但农民工群体依然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

会之外，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与城市本地居民相比处于劣势，也

难以享受到与城市本地居民同等的福利和待遇。从移民融合的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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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作为一个区别于城市本地居民的特殊流动群体，至今仍未在经

济、制度和认同上融入城市社会。在解释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受的不利境

遇时，已有的国内研究往往关注户籍歧视对农民工城市就业的不利影响

（王美艳，２００７；李培林、李炜，２００７；谢桂华，２００７；田丰，２０１０；魏万青，

２０１２）。但户籍的视角只看到了不同户籍类型（即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

本地户口和外地户口）导致的差异，没有区分来自不同省籍（或来源地）

农村户口的迁移者之间在地域文化和资源上的差异（犕犪犪狀犱犡犻犪狀犵，

１９９８）。虽然有的研究从迁入地角度区分了流入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

工在人力资本和工作待遇上的差别（刘林平、雍昕、舒玢玢，２０１１；万向东、

刘林平、张永宏，２００６），却鲜有研究从来源地的角度研究农民工群体内部

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意义。

犎狅狀犻犵（１９９２）在对“苏北人”的研究中指出，对原籍与社会等级结构

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对理解城市化过程有重要的影响。她认为，对籍贯

的社会类别的建构不仅仅出现在上海，还出现在北京和武汉等城市。

以籍贯为基础的族群关系为移民与移民、移民与迁入地当地人的关系

提供了分析视角。移民的职业、社会交往和被迁入地社会接受的程度

等方面的融合与经济机会均受到以籍贯为基础的族群特征的影响。本

研究沿袭这一视角，从同乡族群角度来理解当今中国的城乡迁移。同

乡聚集作为一种群体策略有助于农民工群体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但

是，这种经济机会很有可能通过裙带关系和同乡私相授受来实现。这

种方式一方面会侵蚀企业中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但另一方面，普遍的同

乡私相授受可能也是因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不完善造成的，如存在对农

民工歧视和不平等对待。在这一大环境下，农民工需要利用同乡关系

去争取个体或小群体的利益，帮助他们在城市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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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犻犵犺狋，犐狏犪狀．１９８４．“犐犿犿犻犵狉犪狀狋犪狀犱犈狋犺狀犻犮犈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犻狀犖狅狉狋犺犃犿犲狉犻犮犪．”犈狋犺狀犻犮犪狀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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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犪犮犻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７（２）：１９５－２１６．

犕犪，犔犪狌狉犲狀犮犲犑．犆．犪狀犱犅犻犪狅犡犻犪狀犵．１９９８．“犖犪狋犻狏犲犘犾犪犮犲，犕犻犵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犲犈犿犲狉犵犲狀犮犲狅犳

犘犲犪狊犪狀狋犈狀犮犾犪狏犲狊犻狀犅犲犻犼犻狀犵．”犜犺犲犆犺犻狀犪犙狌犪狉狋犲狉犾狔（１５５）：５４６－５８１．

犕狅狌狑，犜犲犱．２００６．“犈狊狋犻犿犪狋犻狀犵狋犺犲犆犪狌狊犪犾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犆犪狆犻狋犪犾：犃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犚犲犮犲狀狋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犃狀狀狌犪犾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３２）：７９－１０２．

犖犲犲，犞犻犮狋狅狉，犑犻犿狔犕．犛犪狀犱犲狉狊，犪狀犱犛犮狅狋狋犛犲狉狀犪狌．１９９４．“犑狅犫犜狉犪狀狊犻狋犻狅狀狊犻狀犪狀犐犿犿犻犵狉犪狀狋

犕犲狋狉狅狆狅犾犻狊：犈狋犺狀犻犮犅狅狌狀犱犪狉犻犲狊犪狀犱狋犺犲 犕犻狓犲犱犈犮狅狀狅犿狔．”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

犚犲狏犻犲狑５９（６）：８４９－８７２．

犘犲狉狉狔，犈犾犻狕犪犫犲狋犺犑．１９９３．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狅狀 犛狋狉犻犽犲：犜犺犲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犔犪犫狅狉．

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犘狅狉狋犲狊，犃犾犲犼犪狀犱狉狅．１９８１．“犕狅犱犲狊狅犳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犐狀犮狅狉狆狅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犘狉犲狊犲狀狋犜犺犲狅狉犻犲狊狅犳犔犪犫狅狉

犐犿犿犻犵狉犪狋犻狅狀狊．”犐狀 犌犾狅犫犪犾 犜狉犲狀犱狊 犻狀 犕犻犵狉犪狋犻狅狀 犜犺犲狅狉狔 犪狀犱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狅狀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犕狅狏犲犿犲狀狋狊，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犓狉犻狋狕，犕犪狉狔，犆．犅．犓犲犲犾狔，犪狀犱犛．

犕．犜狅犿犪狊犻．犛狋犪狋犲狀犐狊犾犪狀犱，犖犢：犆犕犛犘狉犲狊狊．

犘狅狉狋犲狊，犃犾犲犼犪狀犱狉狅．１９９８．“犛狅犮犻犪犾 犆犪狆犻狋犪犾：犐狋狊 犗狉犻犵犻狀狊犪狀犱 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犻狀 犕狅犱犲狉狀

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犃狀狀狌犪犾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２４）：１－２４．

犘狅狉狋犲狊，犃犾犲犼犪狀犱狉狅犪狀犱犚狅犫犲狉狋犔．犅犪犮犺．１９８５．犔犪狋犻狀犑狅狌狉狀犲狔：犆狌犫犪狀犪狀犱 犕犲狓犻犮犪狀

犐犿犿犻犵狉犪狀狋狊犻狀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犅犲狉犽犲犾犲狔：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犘狉犲狊狊．

犘狅狉狋犲狊，犃犾犲犼犪狀犱狉狅犪狀犱犔犲犻犳犑犲狀狊犲狀．１９８７．“犠犺犪狋’狊犪狀犈狋犺狀犻犮犈狀犮犾犪狏犲？犜犺犲犆犪狊犲犉狅狉

犆狅狀犮犲狆狋狌犪犾犆犾犪狉犻狋狔．”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 （５２）：７６８－７７１．

犘狅狉狋犲狊，犃犾犲犼犪狀犱狉狅犪狀犱犔犲犻犳犑犲狀狊犲狀．１９８９．“犜犺犲犈狀犮犾犪狏犲犪狀犱狋犺犲犈狀狋狉犪狀狋狊：犘犪狋狋犲狉狀狊狅犳

犈狋犺狀犻犮犈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犻狀犕犻犪犿犻犫犲犳狅狉犲犪狀犱犪犳狋犲狉犕犪狉犻犲犾．”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

５４（６）：９２９－９４９．

犘狅狉狋犲狊，犃犾犲犼犪狀犱狉狅犪狀犱 犕犻狀犣犺狅狌．１９９３．“犜犺犲 犖犲狑 犛犲犮狅狀犱 犌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犛犲犵犿犲狀狋犲犱

犃狊狊犻犿犻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犐狋狊犞犪狉犻犪狀狋狊．”犃狀狀犪犾狊狅犳狋犺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犪狀犱

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５３０（１）：７４－９６．

犛犪狀犱犲狉狊，犑犻犿狔犕．犪狀犱犞犻犮狋狅狉犖犲犲．１９８７．“犔犻犿犻狋狊狅犳犈狋犺狀犻犮犛狅犾犻犱犪狉犻狋狔犻狀狋犺犲犈狀犮犾犪狏犲

犈犮狅狀狅犿狔．”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５２（６）：７４５－７７３．

犛犲犿狔狅狀狅狏，犕狅狊犺犲．１９８８．“犅犻犈狋犺狀犻犮犔犪犫狅狉犕犪狉犽犲狋，犕狅狀狅犈狋犺狀犻犮犔犪犫狅狉犕犪狉犽犲狋，犪狀犱

犛狅犮犻狅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５３（２）：２５６－２６６．

犠犪犾犱犻狀犵犲狉，犚狅犵犲狉．１９８６．“犆犺犪狀犵犻狀犵 犔犪犱犱犲狉狊 犪狀犱 犕狌狊犻犮犪犾 犆犺犪犻狉狊：犈狋犺狀犻犮犻狋狔 犪狀犱

犗狆狆狅狉狋狌狀犻狋狔犻狀犘狅狊狋犐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犖犲狑犢狅狉犽．”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１５（４）：３６９－４０１．

犡犻犲，犢狌，犑犲狀狀犻犲犈．犅狉犪狀犱，犪狀犱犅犲狀犑犪狀狀．２０１２．“犈狊狋犻犿犪狋犻狀犵犎犲狋犲狉狅犵犲狀犲狅狌狊犜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犈犳犳犲犮狋狊狑犻狋犺犗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犪犾犇犪狋犪．”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犕犲狋犺狅犱狅犾狅犵狔（４２）：１－３４．

犡犻犲，犢狌犪狀犱犕犪狉犵犪狉犲狋犌狅狌犵犺．２０１１．“犈狋犺狀犻犮犈狀犮犾犪狏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犈犪狉狀犻狀犵狊狅犳犐犿犿犻犵狉犪狀狋狊．”

犇犲犿狅犵狉犪狆犺狔４８（４）：１２９３－１３１５．

犣犺狅狌，犕犻狀．１９９７犪．“犌狉狅狑犻狀犵狌狆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犜犺犲犆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犆狅狀犳狉狅狀狋犻狀犵犐犿犿犻犵狉犪狀狋犆犺犻犾犱狉犲狀

犪狀犱犆犺犻犾犱狉犲狀狅犳犐犿犿犻犵狉犪狀狋狊．”犃狀狀狌犪犾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２３）：６３－９５．

犣犺狅狌，犕犻狀．１９９７犫．“犛犲犵犿犲狀狋犲犱犃狊狊犻犿犻犾犪狋犻狅狀：犐狊狊狌犲狊，犆狅狀狋狉狅狏犲狉狊犻犲狊，犪狀犱犚犲犮犲狀狋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狅狀狋犺犲

犖犲狑犛犲犮狅狀犱犌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犕犻犵狉犪狋犻狅狀犚犲狏犻犲狑３１（４）：９７５－１００８．

犣犺狅狌，犕犻狀犪狀犱犑狅犺狀犚．犔狅犵犪狀．１９８９．“犚犲狋狌狉狀狊狅狀犎狌犿犪狀犆犪狆犻狋犪犾犻狀犈狋犺犻犮犈狀犮犾犪狏犲狊：犖犲狑

犢狅狉犽犆犻狋狔’狊犆犺犻狀犪狋狅狑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５４（５）：８０９－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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